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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经济增长和农地资源保护是当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需要权衡的两大内容。文章基于我国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省际土地数据和边际收益理论，运用动态面板和门限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兼顾经济增长和农地资源保护的农

地非农化最优规模。研究结果表明：依赖土地调节而提升经济增长的政策忽视了农地资源的生态和社会成本，致

使我国农地过度非农化；农地非农化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内由于资源约束效应而抑制经济增长，其最

优规模应该不超过实际非农化的７３．５６％。因此，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常态时期，为了减少农地过度非农化以

及保护农地资源，应完善资源补偿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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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深化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土地调节对经济发展以及国家财政的影响越来越
大，逐渐成为国家优化资源配置、调节宏观经济和形成政府收入的重要手段。由此产生了“农地非
农化”过程和多级土地价格体系：（１）国家经济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转型，必然推动城镇化进程；
（２）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出现了土地需求增加和土地征收等问题；（３）农村土地被征用为国有土地
后，地方政府代表国家以出让或划拨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土地使用者，完成农业用地向建设
用地的转变；（４）新的土地使用者在一定条件下将拥有的土地再转让到其他土地使用者手中，形成
多级土地市场体系和相应的土地价格体系。

　　但在当前的财政分权模式下，农地非农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一方面，农地在农业部门和非
农业部门之间存在边际报酬差异，外加地方政府追求当地经济增长的绩效目标，存在着农地资源向
建设用地转变的情况；另一方面，农地非农化是农地资源消耗的过程，而伴随该过程的是生态环境
的破坏、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农地资源保
护之间需要权衡：是将更多的农地资源转变为建设用地，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通过限制农地
非农化，以此来保护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建立生态
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对于“经济新常态”战略前提下保护农地生态资源、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体
系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和农地资源保护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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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宏观上主要是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入手，研究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流失的关系，研究表
明：随着农地非农化的推进，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损失之间呈现倒 Ｕ形关系（Ｓｕｒｉ和Ｃｈａｐｍａｎ，

１９９８；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２００１），而Ｓｔｉｊｎｓ（２００５）、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７）则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增长和资
源流失的权衡关系，即在初期耕地资源损失与经济增长为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农地非农化的推进，
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国内学者主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如运用经验模态分解法（张衍广等，

２００７）、退耦法（郭琳和严金明，２００７）和空间面板（许恒周等，２０１４）等方法来研究经济增长与农地资
源损失的关系，其结论一致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阀值，超过该阀值农地资源的损失对经济增长
起到抑制作用。微观上主要是从边际角度着手，特别是在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１９９７）提出的资源生态收益
核算方法的基础上，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理来确定征地最优问题（Ｐｅｒｍａｎ等，２００３）。
这一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献较多，如谭荣和曲福田（２００６）通过拟合农地非农化的边际收益和边
际成本，核算出１９８９－２００３年兼顾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农地非农化程度不应超过实际非农化数
量的７８％；王良健等（２０１３）研究发现，由于耕地边际效益增长速度小于建设用地边际效益增长速
度，使得帕累托最优耕地面积与保障粮食安全耕地面积之间的差额逐步增大，降低了耕地资源的配
置效率。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如何在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之间达成平衡，本文在研究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全面考虑了农地的生态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粮食安全等因素，并在已有文献的
静态角度基础上融入动态因素，通过动态面板和门限面板模型来研究农地非农化的最优规模。

二、经济增长与农地非农化的理论模型

　　本文首先构建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模型，考察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１）生产
函数为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形式： （）Ｙ　ｔ　＝ （） （）Ａ　ｔ　Ｋ　ｔ α （）Ｒ　ｔ β （）Ｌ　ｔ　１－α－β，其中α＞０，β＞０，α＋β＜１，Ａ 代
表技术进步，Ｋ 代表资本，Ｒ代表农地，Ｌ代表劳动；（２）在经济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资本、劳动、土
地的规模报酬不变；（３）劳动力按恒定比率ｎ增长；（４）储蓄率ｓ和资本折旧δ外生给定；（５）技术进
步率为ｇ。

　　根据假设，可得到资本积累的动态方程为：Ｋ
·

＝Ｉ－δ （）Ｋ　ｔ　＝ （）ｓＹ　ｔ －δ （）Ｋ　ｔ （１）

　　由于劳动力增长率为ｎ，则劳动积累的动态方程为：Ｌ
·

（）ｔ　＝ （）ｎＬ　ｔ （２）

　　由于技术进步率是ｇ，则技术进步的动态方程为：Ａ
·

（）ｔ ＝ｇ （）Ａ　ｇ （）ｔ （３）

　　对于农地数量，其每期农地按一定的比例ｂ消耗，则：Ｒ
·

Ｒ＝－ｂ
，０＜ｂ＜１ （４）

　　因此农地资源存储量呈现指数式衰减，即 （）Ｒ　ｔ ＝Ｒ０ｅ－ｂｔ，每期农地资源损耗量Ｅ＝ （）ｂＲ　ｔ ＝
ｂＲ０ｅ－ｂｔ，Ｒ０ 为农地初始量。

　　对式（１）中生产函数取对数后关于ｔ求导：

　　ｇＹ（）ｔ ＝ｇＡ（）ｔ ＋αｇＫ（）ｔ ＋βｇＲ（）ｔ ＋ １－α－（ ）βｇＬ（）ｔ （５）

　　将式（２）、式（３）、式（４）代入式（５）可得：ｇＹ（）ｔ ＝ｇ＋αｇＫ（）ｔ －βｂ＋ １－α－（ ）βｎ （６）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均衡时资本存量和总产量同比率增长（ｇＫ＝ｇＹ），将这一条件代入式

（６），可得均衡增长路径上总产量增长率：ｇ
ｂｇｐ
Ｙ ＝

ｇ－βｂ＋ １－α－（ ）βｎ
１－α

（７）

　　另外考虑到农地资源在不同地区的丰裕程度，可采用人均农地拥有量来表示（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

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７）。根据式（７），可以得到人均产出增长率：ｇ
ｂｇｐ
Ｙ／Ｌ＝ｇ

ｂｇｐ
Ｙ －ｇ

ｂｇｐ
Ｌ ＝

ｇ－βｂ－βｎ
１－α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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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式（７）和式（８）可得到以下结论：（１）一国的总产出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技术进步率、农地
资源消耗率以及人口增长综合作用的结果；（２）在α一定的情况下，农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
决于农地资源的消耗率ｂ以及农地资源的产出份额β，因此国家经济过度依赖农地资源可能会抑
制经济增长。

图１　农地非农化过程与福利损失

　　但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划拨和协议价格一般是政府
定价，其价格由于易受政府“以地引资”和官员“寻租”的影
响而较低。因此，政府为了不使自身利益受损，易凭借自身
垄断地位压低征地补偿、过度依赖土地资源进行宏观调控，
这可由图１来分析。其中ＡＤ 是地方政府农地需求曲线，

ＭＳＣ是征地的边际社会成本，ＭＰＣ是征地的边际私人成
本。从社会角度看，根据边际社会成本 ＭＳＣ与需求曲线

ＡＤ 的交点，最优征地数量为Ｑ１，征地价格为Ｐ１，社会福利
为ＡＯＥ１。从市场角度看，政府征地时只考虑土地的经济收
益，不考虑土地的非经济收益（谭荣和曲福田，２００６），相应
的边际成本为ＭＰＣ，征地数量为Ｑ２，征地价格为Ｐ２，社会

福利损失为ＦＥ１Ｅ２。如果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并形成地方财政收入而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则
可能导致农地的过度征收，如图１中Ｅ３ 位置，损失达到了Ｅ１Ｅ３Ｇ。

　　因此，农地非农化中需考虑农地资源保护等因素，本文据此考虑该因素并进一步说明农地非农
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假设：（１）在期初ｔ０ 农地面积为Ｓ０，在ｔ时农地面积为Ｓｔ，则Ｓｔ＝Ｓ０－

∫ｔ０ （）Ｅ　ｔ　ｄｔ，其中Ｅ为ｔ时农地流转速度；（２）农地资源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生态价值、粮食安全价
值等，且是农地面积Ｓｔ的函数；（３）ｔ时刻政府社会目标既包括地方经济增长（ｇｔ），也包括农地资源
保护问题，即社会效用函数为Ｕ　Ｓｔ，ｇ（ ）ｔ ；（４）由于政府拥有的土地越多（相应的财力也越多），进行

宏观调控的能力就越大，因此地方经济增长与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面积（ΔＳｔ＝Ｅｄｔ）以及农地溢

价（ｅｒｔ　Ｐ）所形成的收入（Ｒｔ＝Ｅｅｒｔ　Ｐ）有关，即ｇｔ＝ｆ　Ｅｅｒｔ（ ）Ｐ ，其中Ｐ为期初农地价格，且ｇｔ 是政府

收入的增函数，则社会效用函数可表示为Ｕ　Ｓｔ，Ｅｅｒｔ（ ）Ｐ ；（５）考虑的时间段为 ０，［ ］Ｔ ，时间折现率为

ρ。由此政府最优控制问题为：

　　ｍａｘ∫
Ｔ

０
Ｕ　Ｓｔ，Ｅｅｒｔ（ ）Ｐ　ｅ－ｒｔｄｔ　　　　ｓ．ｔ．

Ｓ
·

ｔ ＝－Ｅ
Ｓｔ＝０ ＝Ｓ０，Ｓｔ＋Ｔ ＝Ｓ≥
烅
烄

烆 ０
（９）

　　汉密尔顿方程为：Ｈ＝Ｕ　Ｓｔ，Ｅｅｒｔ（ ）Ｐ　ｅ－ρｔ＋λ（）ｔ　 －（ ）Ｅ ，分别对协状态变量、状态变量和控制变
量求导：

　　

Ｈ
λ＝－Ｅ＝Ｓｔ

ｇ

Ｈ
Ｓｔ＝ｅ

－ρｔ　Ｕ′Ｓｔ＝－λ
ｇ

Ｈ
Ｅ＝ｅ　

ｒ－（ ）ρ ｔ　ＰＵ′Ｒｔ－

烅

烄

烆
λ

　　根据最值条件，令ＨＥ＝０
，则可以得到：ｇ

ｇ

＝－ｅ－ρｔ　Ｕ′Ｓｔ
λ＝ｅ　ｒ－（ ）ρ ｔ　ＰＵ′Ｒ
烅
烄

烆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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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ｅ　ｒ－（ ）ρ ｔ　ＰＵ′Ｃ［ ］ｔ ′＝－ｅ
－ρｔ　Ｕ′Ｓｔ可知，政府收入为Ｅｅ

ｒｔ　Ｐ＝
ＥＵ′Ｓｔ

ρ－（ ）ｒ　Ｕ′Ｒｔ－Ｕ″Ｒｔｔ
（１０）

　　根据式（１０），随着农地非农化流转，农地面积越来越少，其外部性收益也越来越小，农地的边际

效用Ｕ′Ｓｔ越来越大；同样农地非农化给政府带来收入，其效用是增加的，但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

Ｕ′Ｒｔ为正，而Ｕ″Ｒｔｔ为负且绝对值可能逐渐减少。因此式（１０）右边可能增加或减少，甚至不变，而根

据ｇｔ＝ｆ　Ｅｅｒｔ（ ）Ｐ ，经济增长数值的大小也是不确定的。

　　而由前文分析可知，政府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易忽视农地的生态价值等因素，导致式（１０）中

农地带来的实际边际效用Ｕ′Ｓｔ小于理论上社会效用函数中考虑生态价值等因素的边际效用。因此
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如下路径：在农地非农化初期，由于农地少量流转，现有农
地给农民带来的边际效用与农地流转带来的政府收入的边际效用是对等的；随着农地非农化过程
的推进，农地的外部性损失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政府过度征地的情况下，农地给农民带来的边际效
用和农地给政府带来的边际效用两者之间严重失调，表现在式（１０）中为先增大后减少：在短期内农
地非农化能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内表现为抑制作用。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农地非农化存在一个
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的最优规模。

三、基于静态视角的农地非农化最优规模测算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根据前文，非农业部门由于生产效率高于农业部门，其收益代表经济增长的效益，农业部门由

于拥有丰富的农地资源，其收益代表农地资源的经济和非经济收益，因此静态角度研究农地非农化
最优规模主要是从农地收益和成本角度考虑的。本文设定的农地收益包括农地生态收益、农地社
会收益和农地经济收益，选取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的耕地数据作为农地的代表来进行研究，①相关其他
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养老保险
趸缴费率标准等资料。

　　１．农地生态收益的核算

　　谢高地等（２００３）建立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体系，该研究借鉴了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１９９７）的核算方法，全面考虑了农地资源在供给（食物、原材料生产）、调节（大气调节、

净化环境）、支持（土壤保持）等方面的价值，考虑因素较为全面。因此本文也采用该核算方法，并用
价格修正指数修正到以２０１２年为可比较的历年单位面积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

　　２．农地社会收益的核算

　　本文认为农地的社会收益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农地吸纳了农村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同时农
地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保障，因此农地具有养老和就业保障的功能；另一方面，农地生产的粮食关
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农地社会收益也包括粮食安全价值。

　　对于农地的养老保障和就业保障价值，采用王仕菊等（２００８）的市场替代法进行测算，该方法基
于整个农民生命周期角度考虑了农地给予农民的养老保障和就业保障的价值。其相关核算方法

① 由于部分农地（如果园、草地等）数据的不易获得性，本文只分析耕地的情况。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相关耕地数据没有汇编成
册，对于这两年数据本文参考了彭开丽（２０１２）提供的数据；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没有公布各省份２００８年以后的耕地数据，

本文采用的做法是：如果相关省份年鉴公布该数据则采用该年鉴数据，如果未公布则采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复种指数之比来计
算。最后，为了保证前后数据的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使用了指数平滑等方法予以处理，并根据王良健等（２０１３）提供的耕地面积估
算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大部分结果通过检验，说明数据前后口径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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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ＶＳｏ＝
Ｉ１× Ｅ１＋Ｅ（ ）２

Ｉ２ ×１Ｓ
，其中ＶＳｏ为单位面积农地的养老和就业保障收益，Ｉ１ 和Ｉ２ 分别表示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Ｅ１ 表示人均社会养老保险价值（以当
地人口平均年龄为ａ时的个人保险费趸缴金额代替），Ｅ２ 表示各地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Ｓ表示地区人均农地面积；对于粮食安全价值，采用陈江龙和曲福田（２００６）的计算方法：其等于单
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粮食平均单价，其中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复
种指数×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

　　３．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经济收益核算

　　本文使用Ｃ－Ｄ生产函数来模拟两部门的生产过程：

　　Ｙａｇｒ＝ＡＫα１ａｇｒＬβ１ａｇｒＬａｎｄγ１ａｇｒ （１１）

　　Ｙｎｏｎａｇｒ＝ＢＫα２ｎｏｎａｇｒＬβ２ｎｏｎａｇｒＬａｎｄγ２ｎｏｎａｇｒ （１２）
其中，Ｙ 为部门总收益，Ｋ 为资本投入，Ｌ为劳动投入，Ｌａｎｄ为土地资源的投入；Ａ、Ｂ代表技术进
步率；下标ａｇｒ和ｎｏｎａｇｒ分别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农业部门的总收益采用第一产业ＧＤＰ
数值，资本投入为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考虑到近年来第一产业劳动、土地投入产出弹性系数
为负的情况，本文分别以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作物播种面积来表示。非农业部门的总收益采
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ＧＤＰ之和，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资本投入为国民经济各行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
资产、更新改造新增固定资产和城镇集体各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的资本投入为
各地区按行业区分的城镇新增固定资产，劳动力投入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土地
资源投入为建设用地的面积。

（二）农地非农化最优规模与福利测算

　　分别对式（１１）和式（１２）取对数，即ｌｎＹａｇｒ＝ｌｎＡ＋α１ｌｎＫａｇｒ＋β１ｌｎＬａｇｒ＋γ１ｌｎＬａｎｄａｇｒ，ｌｎＹｎｏｎａｇｒ＝
ｌｎＢ＋α２ｌｎＫｎｏｎａｇｒ＋β２ｌｎＬｎｏｎａｇｒ＋γ２ｌｎＬａｎｄｎｏｎａｇｒ，建立双对数面板计量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内生
性等影响，采取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加权方式并运用广义ＧＬＳ法进行估计，①相应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Ｃ?Ｄ函数估计结果

系数
农业部门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系数

非农业部门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ｌｎＡ －２．０７２＊＊＊
（－２．３６）

２．１１０＊＊＊
（２．７９）

０．４８１＊＊＊
（２．４３）

ｌｎＢ ３．９５０＊＊＊
（５２．２９）

３．８８２＊＊＊
（１３．５８）

３．２８３＊＊＊
（１８．２５）

α１
０．０９３＊＊＊
（２４．０６）

０．１１８＊＊＊
（２２．１４）

０．１２０＊＊＊
（４７．１７） α２

０．０８１＊＊＊
（２８．１３）

０．１２５＊＊＊
（１８．６５）

０．１２３＊＊＊
（２３．９１）

β１
０．５０８＊＊＊
（７．５６）

０．２３１＊＊＊
（２．８１）

０．６３３＊＊＊
（２２．８１） β２

０．１８５＊＊＊
（２０．１５）

０．１６５＊＊＊
（９．２８９）

０．２６１＊＊＊
（２０．７８）

γ１
０．７２５＊＊＊
（６．１１）

０．２８７＊＊＊
（６．２７）

０．０５６＊＊＊
（３．３６） γ２

０．３９０＊＊＊
（５９．８７）

０．２５６＊＊＊
（４．５５）

０．１０２＊＊＊
（２．６２）

Ｒ２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８ Ｒ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括号内数据是相应统计检验的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农业部门边际经济收益为ＭＣ＝γ１ＡＫα１ａｇｒＬβ１ａｇｒＬａｎｄγ１－１ａｇｒ ，边际经济收益与边际生态收益之和为

ＭＣ′＝ＭＣ＋ＲＥｎ，边际经济收益、边际生态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之和为ＭＣ″＝ＭＣ＋ＲＥｎ＋ＶＳｏ；非农
业部门边际收益为ＭＲ＝γ２ＢＫα２ｎｏｎａｇｒＬβ２ｎｏｎａｇｒ Ｌａｎｄ－Ｌａｎｄａｇ（ ）ｒ γ

２
－１，其中Ｌａｎｄ为农地和建设用地面积

① 考虑到各省份经济发展和农地非农化政策的不同，本文将其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
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
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和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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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分别将ＭＲ＝ＭＣ，ＭＲ＝ＭＣ′，ＭＲ＝ＭＣ″，进而可以得到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各省份历年农地的
次优存量、最优存量Ⅰ（考虑农地生态价值）和最优存量Ⅱ（同时考虑农地生态和社会价值），相关结
果见表２。再对比各省份农地最优存量和实际存量，可以核算出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各省份农地过度流
转总量以及社会福利损失。根据表２的计量结果，相对于最优流转规模，我国农地存在过度非农化
现象，农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虽然经济效益提高了，但社会和生态效益损失巨大，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
达到了１　７９８亿元。

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农地过度流转量和社会福利损失 单位：公顷、万元

最优平均存量Ⅱ 最优平均存量Ⅰ 次优平均存量 实际平均存量 过度流转量 最优流转量 福利损失
北京 ２６９　２４６　 ２８１　４３９　 ２７９　８６９　 ２６４　８８０　 ６９　８５６　 ５３　２０５　 １８９　３８０
天津 ４６０　０９１　 ４５９　３２１　 ４５８　４９４　 ４５７　５９９　 ３９　８７２　 ３０　９０８　 １５５　４２７
河北 ６　５４２　９７４　 ６　５３７３４８　 ６　５３２　４０３　 ６　５２９　５６４　 ２１４　５６０　 １５７　８９０　 ５１４　４４９
辽宁 ４　１１３　８９０　 ４　１０３　６３２　 ４　０９１　０７８　 ４　１０８　９６４　 ７８　８１６　 ５３　２１０　 ２４９　３４４
上海 ２７３　８２１　 ２７２　８５４　 ２７１　１０４　 ２７０　４７２　 ５３　５８２　 ３０　８９６　 １　４２２　６７５
江苏 ４　８８１　７８２　 ４　８７４　６３４　 ４　８７０　６５２　 ４　８６６　８７０　 ２３８　５９７　 １９５　４３０　 ２　６７２　５２８
浙江 ２　００７　１５０　 ２　００１　６１９　 １　９９９　２１０　 １　９９７　９９４　 １４６　４８８　 １２６　３４０　 １　５９７　８０６
福建 １　３６２　０１０　 １　３６１　８９１　 １　３５９　８１５　 １　３５８　２４８　 ６０　１９２　 ５４　３８９　 ２９４　４１３
山东 ７　５７８　４４０　 ７　５７５　８９２　 ７　５７３　２８９　 ７　５７１　３３８　 １１３　６３２　 ９８　５７４　 ９９２　９６１
广东 ３　０１８　１０４　 ３　０１２　３８０　 ３　００７　５４９　 ３　００１　４６９　 ２６６　１６５　 １９１　３７５　 ８４０　８００
海南 ７４１　０４２　 ７４０　６４３　 ７３９　７８６　 ７３８　１８９　 ４５　６４３　 ３８　５３２　 ２０９　１８５
山西 ４　２３４　１９６　 ４　２３１　２４８　 ４　２２７　６５４　 ４　２２４　４９１　 １５５　２８７　 １２５　３２８　 １５５　７５８
吉林 ５　５４７　４５０　 ５　５４６　３２８　 ５　５４５　７８０　 ５　５４４　１２１　 ５３　２７１　 ４１　８４５　 １８７　２３５
黑龙江 １１　７７９　５９１　 １１　７７３　８０８　 １１　７６８　３８５　 １１　７６４　９４０　 ２３４　４２１　 １９４　７８４　 ５３５　３２０
安徽 ５　８３２　８３７　 ５　８２６　４９２　 ５　８１９　６４２　 ５　８１２　９７２　 ３１７　８４３　 ２８３　８３４　 １　４２３　６１９
江西 ２　８８７　１９６　 ２　８８４　４７８　 ２　８８０　０７６　 ２　８７８　７４９　 １３５　１５４　 ８８　７５９　 ７４７　３７４
河南 ７　９９３　６６１　 ７　９８８　３２４　 ７　９８３　２７８　 ７　９８０　１５３　 ２１６　１２７　 １５９　４５２　 ６４８　６８０
湖北 ４　７７３　２３１　 ４　７６７　６５３　 ４　７６０　２６７　 ４　７５６　８１１　 ２６２　７２５　 １６７　８３２　 ９２４　８２４
湖南 ３　８４９　９４９　 ３　８４７　８７３　 ３　８４２　１４９　 ３　８４０　５１３　 １５０　９７０　 ９８　７５６　 ６５６　７２０
内蒙古 ７　３４５　２２３　 ７　３３７　９０３　 ７　３２９　６４３　 ７　３２３　９４９　 ３４０　３８２　 ２４０　９６４　 ３４１　１３５
广西 ４　３０４　０１９　 ４　２９８　５９８　 ４　２９７　３１７　 ４　２９５　７０９　 １３２　９５８　 ９４　３６７　 ４１４　０３１
重庆 ２　３５９　３９８　 ２　３５４　７３２　 ２　３５１　０２８　 ２　３４８　８４０　 １６８　９３２　 １３３　４２９　 ６０６　９８０
四川 ６　１８２　９９１　 ６　１７７　７５３　 ６　１７１　６８２　 ６　１６６　００１　 ２７１　８３６　 １９８　６５４　 ６６５　８２５
贵州 ４　６２３　３２２　 ４　６１８　１２７　 ４　６１２　９８７　 ４　６０９　６６２　 ２１８　５５４　 １８６　９８７　 ３５０　１００
云南 ６　２０６　３６９　 ６　２０１　２３８　 ６　１９７　４２９　 ６　１９３　７０３　 ２０２　６５４　 １８５　３２９　 ４８４　６７２
西藏 ３６２　２４５　 ３６１　９２９　 ３６１　７６４　 ３６１　６６９　 ９　２１１　 ３　７５３　 ２７　９９５
陕西 ４　３８６　５３９　 ４　３８３　０３４　 ４　３８１　４５７　 ４　３７８　６０２　 １２６　９９６　 ９８　５６８　 ２４２　３９６
甘肃 ４　７８９　１５８　 ４　７８７　０８４　 ４　７８５　８７９　 ４　７８３　９２５　 ８３　７３４　 ６２　６５３　 １００　２６８
青海 ５９１　３４６　 ５８９　７３４　 ５８８　９２１　 ５８８　２６６　 ４９　２８２　 ２９　５４８　 ９３　９５０
宁夏 １　１７８　８２９　 １　１７７　９３４　 １　１７８０７９　 １　１７６　０６３　 ４４　２５５　 ２８　６４３　 ５６　４１５
新疆 ４　１１９　５６８　 ４　１１６　９７５　 ４　１１３　７３４　 ４　１１１　８５７　 １２３　３６８　 ８５　４３７　 １８４　１６９

　　注：（１）过度流转量＝（最优平均存量Ⅱ－实际平均存量）×年数；（２）最优流转量＝实际流转量－过度流转量，
实际流转量为审批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数量；（３）社会福利损失＝过度流转量×（农地平均生态价值＋农地平均社会
价值）。

四、基于动态视角的农地非农化最优规模分析

　　对于动态视角下核算农地非农化最优规模的思路，首先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农地非农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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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再利用门限面板模型研究农地非农化最优征收率。相关动态面板模
型为：

　　ｇｉｔ＝αｇｉｔ－１＋β１ｎａｇｒｉｔ＋β２ｎａｇｒｉｔ－１＋…＋βＸ＋ηｉ＋ｕｉｔ （１３）
其中，ｉ为省份，ｔ为年份，以我国３１个省份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为基准；ｇｉｔ为经济增长度量
指标，ｎａｇｒｉｔ为农地非农化指标，Ｘ为一组控制变量。农地非农化指标当期系数β１ 表示农地非农化
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而滞后一期系数β２ 表示长期影响。相关变量定义见表３。

表３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描述

经济增长（元／人） ｇ 以反映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的人均实际ＧＤＰ表示（Ｓｕｒｉ和Ｃｈａｐｍａｎ，１９９８）

农地非农化（公顷） ｎａｇｒ 与前文一致，以审批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面积来表示

人口自然增长率 ｐｏｐ
根据人口理论，当人口规模小于环境承载能力时，人口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
反之会抑制经济增长（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２００１）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ｉｎｖ 以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占实际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Ｇｙｌｆａｓｏｎ和Ｚｏｅｇａ，２００６）
人力资本投资 ｈｕｍ 以大专及本科在校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Ｆｌｅｉｓｈｅｒ等，２０１０）

技术创新水平 ｔｅｃ 以每百人科技活动人员拥有专利授权数来衡量（Ｆｕｋｕｙａｍａ和 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９）
地方政府干预力度 ｇｏｖ 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Ｂａｒｒｏ，２０００）

地方产业结构 ｉｎｄｒ 以各省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总值占当地ＧＤＰ的比重来表示
城乡收入差距 ｔｈｅｉｌ 以泰尔指数来衡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１９８０）

外资依存度 ｆｄｉｒ 以外商直接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Ｓｔｉｊｎｓ，２００５）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胀程度

　　为了消除量纲和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带有量纲的变量取对数，并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
验，经检验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考虑到两步ＧＭＭ估计对截面相关和有偏性有较好效果，本文使用
两步系统ＧＭＭ逐步估计农地非农化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相关回归结果见表４。表４显示，人口自然
增长率、政府干预程度、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１）我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超过了社
会和环境的承载能力；（２）我国相对于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还存在较大程度的政府干预，这不利于市
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机制；（３）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最终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而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水平、外商投资和通胀指数的系数为正；
（４）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推动型的，固定投资、外商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
用，同样，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科技进步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５）适度的通胀也会对我国经济
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也体现了我国政府近年来宏观调控的效果；（６）根据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
型（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１９６１），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生产率和工资率都低于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这
种差异造成人力资源流动和产业结构转移，优化资源配置并促进经济增长。

表４　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估计１ 估计２ 估计３ 估计４ 估计５ 估计６ 估计７ 估计８
ｌｎｇｉｔ－１ ０．９４２＊＊＊ ０．９３４＊＊＊ ０．８３３＊＊＊ ０．８４７＊＊＊ ０．９４２＊＊＊ ０．８６２＊＊＊ ０．９２６＊＊＊ ０．８５４＊＊＊

ｌｎｎａｇｒｉ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ｌｎｎａｇｒｉｔ－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ｐｏｐｉｔ — －０．４７１＊＊＊ －０．４４３＊＊＊ －０．４２１＊＊＊ －０．４６１＊＊＊ －０．３９６＊＊＊ －０．３６５＊＊＊ －０．３０３＊＊＊

ｉｎｖｉｔ — — ０．４３０＊＊ ０．４８１＊＊＊ ０．４３６＊＊＊ ０．４１４＊ ０．４０６　 ０．４２４＊

ｈｕｍｉｔ — — ０．１２９＊＊＊ ０．１６７＊＊＊ ０．１１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２
ｆｄｉｒｉｔ — —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ｔｅｃｉｔ — — — ０．４２７＊＊＊ ０．４１７＊＊ ０．４２４＊＊＊ ０．４１６＊ ０．４３１＊＊＊

ｇｏｖｉｔ — — — —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ｉｎｄｒｉｔ — — — — — ０．３２３＊＊＊ ０．２４５＊ 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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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１ 估计２ 估计３ 估计４ 估计５ 估计６ 估计７ 估计８
ｔｈｅｉｌｉｔ — — — — — －０．０６１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４
ｃｐｉｉｔ — — — — — —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常数项 ０．１５９＊＊ ０．２２６＊＊＊ ０．６４８＊＊＊ ０．５９７＊＊＊ ０．１５９＊＊＊ ０．２３７＊＊＊ －０．３１８＊＊ ０．０３６
Ｓａｒｇａｎ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Ｒ（１）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７
ＡＲ（２） ０．３６２８　 ０．１１４７　 ０．８７６３　 ０．６６３８　 ０．８９２３　 ０．８５１３　 ０．８１３４　 ０．７３４７

　　另外，表４中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当期系数为正，滞后一期系数为负，说明农地非农化对
经济增长短期内有促进效应，而长期则为抑制效应。进一步可以推测：基于资源保护的农地非农化
过程存在最优征收率，超过该最优征收率，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将起抑制作用。可运用门限面板
模型来进一步分析：

　　ｌｎｇｉｔ＝αｉ＋β１ｌｎｎａｇｒｉｔＩ　ｏｐｔｉｔ≤γ（ ）１ ＋β２ｌｎｎａｇｒｉｔＩγ１＜ｏｐｔｉｔ≤γ（ ）２ ＋β３ｌｎｎａｇｒｉｔＩγ２＜ｏｐｔ（ ）ｉｔ
＋…＋βＸ＋ｕｉｔ （１４）

其中，ｉ为省份，ｔ为年份；ｇｉｔ为经济增长度量指标，ｎａｇｒｉｔ为农地非农化变量，ｏｐｔｉｔ为农地的过度征收
率（以１减去耕地最优流转数量／审批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数量来表示）；Ｘ为控制变量，γ１ 和γ２ 为
门限参数。对于模型（１４），本文根据Ｃａｎｅｒ和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４）处理内生性技术，采用二阶段合并最
小二乘估计（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来估计其门限值，估计结果见表５。

表５　门限面板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ＯＬＳ标准差 变量 系数 ＯＬＳ标准差

ｐｏｐｉｔ －０．５５６６＊＊＊ ０．１３０６ ｔｅｃｉｔ ０．４３２５＊ ０．２１４２
ｉｎｖｉｔ ０．０７７６＊＊＊ ０．０２４４ ｇｏｖｉｔ －０．２０８７＊＊＊ ０．０４９２
ｈｕｍｉｔ ０．２８８５＊＊＊ ０．０４９３ ｉｎｄｒｉｔ ０．４２０２＊＊＊ ０．０７８７
ｔｈｅｉｌｉｔ －０．１６１７＊＊＊ ０．０７０８ ｌｎｎａｇｒｉｔ ｏｐｔｉｔ≤γ（ ）１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２４
ｆｄｉｒｉｔ ０．２５５６＊＊＊ ０．０９０３ ｌｎｎａｇｒｉｔ γ１≤ｏｐｔｉｔ＜γ（ ）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２
ｃｐｉｉ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７ ｌｎｎａｇｒｉｔ γ２＜ｏｐｔ（ ）ｉｔ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２

假设检验 ＬＲ值 １０％ ５％ １％
Ｈ０：没有门限　Ｈ１：存在单一门限 １１３．９０５０＊＊＊ ６４．３２３８　 ７１．６４３３　 ８５．６９０８
Ｈ０：存在单一门限　Ｈ１：存在两个门限 １９．６０９６＊＊ １６．３７１２　 １９．１４８３　 ２１．３５９６
Ｈ０：存在两个门限　Ｈ１：存在三个门限 ５．１２４６　 １３．７６６７　 ２４．９７１８　 ２７．９２８９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次数 １０００
门限值γ１
门限值γ２

０．１５５８
０．２６４４

置信区间
置信区间

［０．１３５９，０．１８３０］
［０．２６３３，０．２７５０］

　　根据表５，模型存在两个门限值０．１５５８和０．２６４４，把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划分为三
个区制：当农地过度征收率小于１５．５８％时，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系数为０．００５７；介于１５．
５５％和２６．４４％之间时，系数为０．００２３，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小；而大于２６．
４４％时，系数为－０．００１８，即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换言之，农地非农化初期，适度的
农地非农化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农地非农化进程的推进，环境和农地资源因素的影响越
来越重要，导致农地非农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少；过度的农地非农化则会使社会环境恶化、农地资
源流失而最终抑制经济的增长。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首先，农地非农化虽然提高了经济效益，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损失巨大，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
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农地的生态收益和社会收益虽被社会共享却不能体现在市场交易中，具有一定
的外部性。因此需要加强实行土地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补偿要以土地市场
价值为基础，充分考虑农地的机会成本和生态价值等；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征地的外部性，可通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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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资金支持和实现资金保值增值的商业保险模式，多元化、多层次实现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

　　其次，适度合理的农地非农化数量是缓解农地资源保护和经济增长矛盾的一种方法，其分配原
则是农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相等。因此鉴于当前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的难
度，可以在符合国家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地所有者以农
地所有权作为股份，把土地资本投入到土地股份合作社或农业合作社，以此获得股份红利；待土地
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时，再促使土地所有权、使用权遵循市场规律，实现横向自由转移。

　　最后，从动态角度看，农地过度征收率应该小于２６．４４％，即农地非农化最优规模不应超过实
际非农化数量的７３．５６％。过度的农地非农化一方面会使征地价格下降，与土地的出让价格形成
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易造成农地资源的过度性损失，最终会抑制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在当前
“经济新常态”下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即不断加大农地非农化市
场化改革力度，引入竞争和谈判机制；土地补偿费、青苗及建筑物补偿费等应参照土地市场价格，逐
步缩小征地价格与出让价格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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